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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双碳的能源产业和金融政策体系设计思考

吴力波  ， 马　戎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技术创新和技术竞争不断升温，双碳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承担大国责任、

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国家能源安全自主的历史性机遇，也会给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系统带来巨大挑

战。能源转型过程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绿色、经济、安全的多目标权衡−“不可能三角”问题，为此有必要构建

“1+N”双碳政策体系，以克服单个减排政策的局限性。而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需要把握其内在特征：多

政策交互、主体微观特征丰富、转型风险复杂，把握内在特征是构建政策体系的关键问题。综述关键问题领域的

研究进展，按照政策实证评估和政策仿真两条方法论主线，提出只有通过事后评估与事前仿真、传统研究方法和

大数据等新型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推动平稳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在双碳转

型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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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产业处于快速变革之中。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清洁能源贡献未来能源供给的主要增

量。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将提供未来 20 年全球能源主要增量，但化石能源仍将长期占据主导，能效提升

对减排作用不容忽视。世界能源技术创新进入活跃期，发达经济体和大型跨国企业仍是创新主力。新能

源开发利用、传统能源能效技术飞速提升，大规模应用带动产生规模效应。2010—2019 年低碳能源领

域 PCT 专利申请数量前三名为丰田、三菱、松下，前十名均为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的企业。不能忽

视的是，当前能源技术竞争全面升级，逆全球化威胁产业链稳健安全，新能源技术成为影响全球能源格

局的战略性因素，全球能源技术竞争近年来持续升级，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抓手。美国对华科技封锁政

策从 2018 年以来不断加码，重点领域包括 5G、能源科技、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芯片等。

双碳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历史性机遇，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挑战。双碳转型不仅是大国担当，也是

经济与产业发展机遇，更是实现国家安全自主的可行路径。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冲击传导频繁、深度加

大。其一在于供应安全，油气受制于人成为战略软肋，必须强化危机意识、底线思维。其二在于产业链

安全，煤炭、铜、锂等大宗商品及芯片等价格暴涨。中国能源产业链中上游进口依赖大，给电力运行、

新能源装备制造等环节造成压力。其三在于技术安全，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组件、装备面临“卡脖

子”，潜在风险随着应用规模的扩大而膨胀。但与此同时，双碳目标下能源系统深度脱碳衍生能源安全

风险。中国双碳目标在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减排压

力更大，任务更紧。发达经济体除美国外，1960 年以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基本保持稳定，经济增长对碳

排放依赖度小，而中国 2018 年人均 GDP 接近 1 万美元大关，相比 1960 年飞跃式提高，人均二氧化碳排

放量与人均 GDP 仍然处于正比增长阶段①。2020 年，中国化石能源占比 75%，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系

统面临双碳目标的巨大挑战 [1]。

碳中和能源系统转型的阶段性演进与关键障碍有哪些？首先，零碳电力系统要求高比例可再生能源

接入。障碍在于能源生产、储运、消费体系尚不具备应对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的安全调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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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需要一定比例火电保障安全，但“火力发电+CCUS”规模化利用尚不具备经济性。其次，零碳能源系

统要求工业、建筑、交通、人居部门大规模电气化，不可电气化环节使用绿色替代能源，直接的化石燃

料使用全部使用碳捕获和资源化技术。障碍在于工业生产流程、交通物流体系、建筑系统再造的调整成

本高、传统产业融资约束大，替代能源的综合风险不明晰，难以电气化的部门如航空、航海的碳中和技

术、资源和成本不确定。最后，从全社会层面来看，零碳社会经济系统要求全社会人类活动产生的碳排

放完全中和。障碍在于海洋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汇演化机制、增汇成本尚无法精确测度；不同区域、不同

行业的增长路径差异明显、不确定性高；碳减排与其他非二氧化碳气体减排的协同性、环境污染物与健

康效益协同性尚待更丰富研究。

在上述思考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能源转型“不可能三角”问题和单个减排政策工具的局限性角度讨

论中国构建“1+N”双碳政策体系的必要性，总结当前政策研究的角度和不足之处，并提炼双碳转型对管

理科学提出的挑战和关键问题。本文提出的关键问题包括多政策交互的效应评估与仿真、微观特征识别

与表征、转型风险应对的政策创新与仿真，并综述了相关问题领域的研究进展，以期丰富对双碳政策研

究总体演进脉络的理解。政策实证评估和政策仿真是理解双碳政策研究的两条方法论主线，在应用中两

类方法各有优势，而只有通过事后评估与事前仿真、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等新型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

更好理解、完善多政策交互、主体微观特征丰富、转型风险复杂的双碳“1+N”政策体系。

本文总结了构建双碳政策体系的必要性和转型对管理学科带来的研究命题；分析了三个关键问题并

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 

一、构建双碳政策体系的必要性和科学挑战
 

（一）构建双碳“1+N”政策体系的必要性

国际经验表明，双碳转型在各国并没有固定模式，最优转型路径取决于国家资源禀赋、产业水平、

民众认识等诸多因素。

1.美国经验是开拓非常规资源，例如通过政府扶持和技术创新方式推动页岩气革命，多能协同发

展。2017 年、2019 年美国成为 LNG 和能源净出口国，实现能源自主。美国通过页岩气大规模替代煤电

以实现低成本转型①。

2.欧盟经验在于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终端应用，优先大幅提高电力部门可再生能源比例。欧盟新能

源政策设定较激进的占比目标，并以法令形式严格推进落实，各国新能源占比均较高，应用技术也相对

成熟高效。但欧盟模式也产生电价高企、成本安全矛盾难解的一系列问题。可再生能源过高比例接入冲

击电网稳定性，火电调峰需求激增。储备调峰能力带来额外成本，2020 年西欧电价水平在美国电价两倍

以上。

3.日本经验在于“技术立国”，垄断核心技术提升国际竞争力。日本在多个能源科技领域领先全球，

蓄电池方面，根据日本 Patent Result 公司数据，日本企业蓄电池专利优势明显，丰田汽车遥遥领先。氢能

方面，根据 Astamuse 公司 2019 年数据，日本在氢能相关技术海外专利申请数量位居第一，专利数量超

过 800 件，是第二名德国的两倍以上。新能源装备方面，日本在 10 兆瓦以上风机整机设计组装、大型叶

片等关键零部件、陆上大型风机主轴承、光伏电池逆变器等关键组件方面有技术优势。日本实现技术发

展主要依靠政府主导、产学研结合，推动重大科技领域研发创新；同时利用海外市场验证技术、降低成

本，反哺国内。实际表现来看，日本新能源发电成本迅速下降，占比快速提升，正在递补福岛事故后核

电留出的发展空缺。

对比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可以发现，中国能源产业转型模式选择需要解决能源“不可能三角”，即实现

安全稳健、绿色低碳、经济高效多目标之间的短期协调权衡和长期协同优化。化石能源主导模式下，需

要推动清洁能源的大规模替代并实现多能协同。考虑不同能源品种对成本和安全性的影响是建立面向零

碳韧性能源系统的前提。技术优势可化解资源劣势，能源产业加速转型的持续动力来自技术创新。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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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会激化经济性和安全性的矛盾，需结合资源、技术情况，提供金融稳定工具，为

能源产业加速转型创造有利条件。

解决双碳转型中的“不可能三角”问题，须构建双碳“1+N”政策体系。根据世界银行 2022 年 5 月份最

新报告 [2]，目前运行的直接碳定价机制共计 68 种，其中 36 种为碳税，32 种为碳排放交易体系（ETS）。

2021 年全球碳定价收入约达 840 亿美元，比 2020 年增长了近 60%，首次超过碳税成为最大的碳定价机

制。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 2021 年一经建立，就取代 EU-ETS 成为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

系，但交易价格、市场流动性等方面仍与 EU-ETS 存在较大差距。截至 2022 年 4 月 1 日，全球碳市场配

额价格从 1 美元到 100 美元不等，覆盖排放范围从 9% 到 80% 不等。其中，欧盟碳市场（EU-ETS）配额

价格从 2021 年中以来不断攀升，在 2021 年底一度超过 100 欧元/吨。常见减排工具分类如所表 1 所示。
 
 

表 1    常见减排工具分类
 

类别 减排工具

经济性工具 碳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化石能源税、清洁能源税收减免、赠款、可再生能源补贴、化石能源补贴削
减、抵消机制、研发投入、贷款担保

规制性工具 能效标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零排放机动车占比、燃料排放标准、禁止使用SF6、生物燃料含量要
求、甲烷规制、土地使用控制

其他工具 信息披露、自愿协议、基础设施、政府技术采购政策、企业碳报告、金融审计

 

理论和实践经验已让各方认识到，单一碳定价政策无法激励能源系统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根据 IPCC
AR6 报告评估 [3]：

第一，碳定价经济性手段存在客观局限。碳定价能够有效促进低成本减排的实施。尽管碳排放交易

和碳税的覆盖范围已升至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0% 以上，但覆盖范围和价格都低于大幅减排所需的水

平。碳定价对采用成本较高的减缓方案影响有限，能源效率、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等对价格激励措施不

敏感。补贴政策在提高能源效率，鼓励采用可再生能源和其他特定行业的减排选择方面是有效的辅助手段。

第二，规制性政策在实现部门减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规制在特定的应用中是有效的，通常得到

更大的政治支持，但往往比价格工具在经济上代价更高。规制性政策工具的范围从规定合规的绩效标准

到更严格的特定技术标准，大量证据表明规制性政策在部门应用中可实现有效减排。结合交易的绩效标

准政策具有更高灵活性，在提高包括可再生能源占比、车辆能效、燃料效率、建筑和工业能源效率等方

面很有效。技术标准近年来更多应用于针对化石能源、工业生产技术和产品的限制性淘汰政策。短期有

效性相对明显，但是有可能会带来低效技术的锁定、阻碍低成本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对减缓

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锁定排放轨迹。

第三，多样性工具和工具箱需要获得更多认识。信息和自愿项目可以促进减排效果。能效标签、能

源审计、智能电表、碳标签、金融审计标准、公司信息披露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刺激志愿

性减排行动和行为模式改变。减缓政策之间具有重叠和相互作用，针对性政策设计可增强其有效性。化

石能源补贴政策 70% 集中在消费侧，到 2030 年，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可以减少 1%~10% 的排放。电力领域

存在大量交叉补贴，取消补贴政策可同时改善公共收入、调整收入分配、改善宏观经济。全面性、平衡

性和一致性是政策组合的重要标准。中等水平的碳价政策辅以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和针对煤电的规制性

政策能够更加有效促进面向零碳的长期转型。供给侧的技术创新促进政策与需求侧的消费行为调整相平

衡能够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政策目标一致性是政策组合的难点，政策的交互作用可能产生此消彼长的

“水床（waterbed）”效应。

总体而言，政策工具对特定国家、部门和技术的减缓产生明显影响，在全球范围内避免几十亿吨规

模排放。经济性政策工具和规制性政策工具具有不同但互补的作用。受减缓政策约束的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份额迅速增加，但政策覆盖范围仍存在差距，许多政策的严格程度还不足以产生强有力的减缓成果。 

（二）双碳政策体系对管理科学的新挑战

构建面向双碳目标的多维政策体系，对管理科学研究提出新挑战。挑战在于如何在多重约束下面向

多元目标进行动态优化，以形成长期可持续的转型动力机制。可以在政策的环境有效性、经济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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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效应、协同或负面效应、制度供给、长期转型潜力等不同维度理解政策研究问题。目前政策视

野中存在研究缺失，由单一政策转为政策组合的基本背景来看，缺失表现为缺乏针对组合性政策混合使

用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和交互机制的事前模拟研究和事后评估。从双碳政策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关系来

看，当前研究缺乏针对经济刺激、发展政策（涉及经济效率、收入分配、协同效应等多方面问题）与碳

中和政策体系关系的研究。从全球化视角来看，缺乏针对国内政策体系与国际政策体系的交互机制、传

导渠道与应对策略的系统性研究。从改革转型的渐进式发展来说，缺乏针对不受监管或监管不足的排放

源（包括工业和非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和一揽子计划。具体政策研究问题如表 2 所示。
 
 

表 2    政策研究问题
 

问题 内涵

政策的环境有效性 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减排效果

政策的经济效率性 减排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的权衡

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不同行业、区域、人群的福利效应的差异性

政策的协同效应或负面作用 对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强化或削弱

政策的制度供给 政策执行的监管体系、政策效果的评估体系等

政策的长期转型潜力 带来长期可持续的转型

 

本文将科学领域需解决诸多关键问题提炼为以下三个方面：

1.多政策交互的效应识别与仿真，重点在于瞄准政策交互机制识别、多维政策仿真系统构建、政策

异质性特征表征等开展深入研究，在安全、公平、经济零碳等多元视角下，面向多维度协同政策供给和

差异化目标下的政策选择，提供可借鉴的事后评估与事前仿真。

2.微观特征识别与表征，重点在于突破宏观转型路径仿真与微观政策机制识别的不对称性，挖掘市

场主体微观行为的动态关联与交互，研究微观特征在宏观层面的复杂性涌现。

3.转型风险应对的政策创新与仿真，重点在于挖掘碳中和转型过程中的整个经济系统的转型动态风

险及其应对政策工具，刻画产业经济和金融市场对转型政策反馈作用。 

二、构建双碳政策体系的关键科学问题
 

（一）关键问题：多政策交互的效应评估与仿真

双碳政策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充分运用事后评估与事前仿真两类方法论并相互补充增强。政策

效应评估是对既有的政府政策或干预措施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可靠评估。典型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包括匹配

法、差分法、断点回归法等。政策效应仿真是建立行为式及均衡关系描述经济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量化

未来政策影响。典型的仿真方法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

基于主体的模型（ABM）等。政策效应评估与仿真分析对比如表 3 所示。
 
 

表 3    政策效应评估与仿真分析的对比
 

方面　 政策效应评估　　　　　 政策效应仿真　　　　　　　

     研究目标   事后分析：定量评估政策好坏 事前分析：模拟情景进行预测

     政策类型   关注微观政策居多 关注宏观政策居多

     数据特点   微观数据 宏观数据

     基本思想   利用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反事实模拟 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

     理论框架   潜在结果框架;结构因果模型框架 新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

     主流模型   匹配法(直接匹配法/倾向得分匹配法)
  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法；合成控制法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基于主体的计算宏观经济模型

 

1. 政策效果评估

政策效果评估不仅是分析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工具，更是优化仿真模型设定、提升模拟精度的重要手

段。气候治理的多维政策交互特征，使得政策后验评估面临诸多困难。由于双碳政策体系涉及多处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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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处理，给政策的事后评估带来较大难度：观察到的结果可能是由于多种政策同时作用得到，如为达到

某项经济目标，政府往往制定“一揽子”政策措施，在多项政策同时实施的情况下评估政策影响，需要将

各政策效应有效分离。若忽略同期实施的其他重要政策而单一评估目标政策，结果将存在偏误。常用的

政策评估方法基于因果关系推断构建，包括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断点回归设计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等计量方法。Lin 和  Zhu[4] 利用中国 144 个国家的城市面板数据，使用

DID 方法探究了减排政策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表明减排政策可以使得城市生态效率得到改善，

但政策效果通常在实施三年后才会显现；Yu 和 Zhang[5] 通过匹配后的双重差分模型发现中国的产业转移

政策带来了 470~490 万吨的碳排放降低。断点回归在空间区域性政策评估中应用广泛，He 等 [6] 采用中国

水质监测系统中隐含的断点回归，监测站设置会鼓励地方政府对监测站上游而非下游的企业实施更严格

的环境法规。目前改进思路和待拓展问题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基于差分法思想的相关方法，例如三重差分法。例如 Chabé-Ferret 和 Subervie[7] 考察了法国多

项农业环境政策−多样性种植补贴、转种有机作物补贴等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该方法的限制与局限

性在于仅能针对两种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难以用于在两种以上的政策情景。部分研究在分离两政策的

处理效应时选择了不同的控制组和处理组，让处理效应估计实际上并不具有可比性。

第二，基于合成思想的相关方法。Fujiki 和 Hsiao [8] 基于一种分离双重处理效应的面板数据方法，针

对个体先后受到两类不同处理影响的情况，用以将两种处理的影响分离开来，分离了大地震和经济结构

变化对兵库县经济的影响，发现是经济结构而非地震导致了兵库县经济的持久衰退。该方法的限制与局

限性在于要求两种处理的影响时长是不一样的，因此无法解决两种处理自始至终同步影响时处理效应的

分离。同时，该方法的前提假设是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基线潜在结果的关系式保持不变，而这个假设无法

验证，且当时间较长时该假设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第三，基于匹配思想的相关方法。Imai 和  Van Dyk [9] 提出的 P-函数可适用于多维处理变量的平均处

理效应的识别和估计，而多维处理变量实际上对应着多项政策同时实施时的情况。该方法的限制与局限

性在于上述方法中对于处理效应的各部分构成同等对待，计算效应时未设置权重仅简单相加。且基于 P-
函数的分层法以及基于所定义距离函数的多种匹配算法，均无法突破多处理变量情况下采用针对高维协

变量的分层法及匹配法的诸多缺陷。

第四，基于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的相关方法。近年来，随着大数据分析方法的快速成熟，基于大数据

和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有望成为传统计量方法的有益补充。Zhu 等  [10] 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的角度

出发，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核函数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并采用马尔可夫链模型和情景分析法对产业

结构和能源结构进行预测，同时使用情景分析法对 GDP 进行了预测；陈诗一和陈登科  [11] 使用欧洲中期天

气预报中心（ECMWF）发布的 ERA-INTERIM 栅格气象数据，结合大气数量模型构建了刻画空气流动性

的空气流动系数变量作为雾霾污染的工具变量。从传统实证计量的内生性问题角度看，大数据为计量研

究提供更多的工具变量和信息维度，使得在进行因果推断从而更灵活地进行因果推断和解决内生性问题

中更加灵活。

2. 政策仿真

另一方面，理解多政策交互作用离不开仿真分析。其中，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是特别重要

且潜力巨大的分析工具。CGE 建立在投入产出关系基础上，有助于分析双碳政策对不同产业部门的结构

性影响。CGE 模型的主要优点在于通过建模捕获政策干预的完整机制，在没有历史数据的情况下亦可以

构造反事实情景时进行情景模拟，并进行福利分析。但也要注意到，CGE 模型的新古典瓦尔拉斯一般均

衡假设受到现代经济学的诸多挑战。模型关键性参数弹性设定的鲁棒性尚待检验，模型所需社会核算矩

阵数据的时间和空间尺度难以进一步拓展，且与基于统计推断的实证证据联系不紧密。对 CGE 模型的假

设和结论进行检验和推断是一项艰巨的挑战。CGE 模型通常用于评估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历史记录可用

于直接实证检验的预期政策。大多数 CGE 应用探索国家或全球范围内政策干预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很难将政策干预的影响与经济中的其他背景事件隔离开来。CGE 模型不像因果推断那样可以清楚地划分

处理组和控制组。

2022 年第 4 期 吴力波等 :面向双碳的能源产业和金融政策体系设计思考 · 85 ·



CGE 模型的改进思路和待拓展问题体现在模型的不确定性上，而模型改进促使 CGE 模型与 ABM 等

其他仿真建模思路相链接。

第一是参数不确定性。模型抽象化和参数化设定能否准确刻画经济社会运行现实，存在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因 CGE 模型的“反事实”模拟特征而难以有效验证。张希良等  [12] 利用中国—全球能源模型

（C-GEM），研究了碳中和愿景下中国能源经济转型的路径，并用概率分布法对转型路径的关键特征指

标进行了不确定性分析。Montenegro 等  [13] 在一个宏观经济耦合能源系统的模型中，研究了能源系统转型

对地区收入分配的影响，并利用蒙特卡罗模拟验证了能源供需不确定性对模型结果的影响。相关改进有

助于揭示模型模拟结果的稳健性，但无法指导模型优化，对于敏感性分析自身的可靠性也无法验证。参

数较多且分布特征不明时，应用受限。待拓展方向是借助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识别复杂系统中的逻辑

关联，用以验证模型结果，并优化参数设定。

第二是情景路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技术演进、政策变化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等存在不确定性，

不仅影响模型模拟结果，更会影响微观主体行为，改变系统运行逻辑。学界已经针对不确定性的不同来

源进行大量探索研究。在政策不确定性方面，研究以预期收益作为低碳投资的驱动因素  [14]；对于技术不

确定性，研究重点是从经济风险最小化的出发，分析低碳政策的制定逻辑  [15]。上述思路内生刻画不确定

性对主体行为的影响，优化模型运行逻辑，拓宽模型维度。但对于微观主体行为的设定往往是静态的、

统一的，缺乏微观基础。待拓展方向是引入异质性微观主体，差异化设定行为模式及其动态演变过程，

分析碳价对不同家庭收入的影响和反馈，例如将 Melitz 异质性企业引入 CGE 模型，分析国际贸易与碳流动 [16]。

第三是微观行为不确定性。微观主体异质性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行为具有非理性、传导性、交互

性，导致气候政策影响的宏观涌现具有不确定性。复杂系统仿真研究是目前气候政策评估和研究的重要

方向，其中 IAM 是主流工具。但如前所述，现有主要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代表性主体行为构建的模型

体系，对于微观主体有限理性、异质性行为，以及不确定性的刻画都存在天然的短板。拓展思路是将

“自上而下”的 CGE 与“自下而上”的 ABM 耦合链接。基于主体的建模技术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
ABM）刻画在给定环境下具有代表性的个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行为，允许解决异质性和社会互动问

题，用一个自下而上的方式刻画系统，用于解释基于微观主体行为的集体涌现现象  [17]。ABM 模型对主体

异质性、不确定性和主体的有限理性学习过程的刻画，对气候政策研究的 IAM 可以形成有效的补充。在

碳中和政策仿真时，忽略主体异质性将难以描述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均衡和突变现象，

对政策效果形成有偏的解读。将 ABM 纳入气候政策仿真研究的需求由此而生。对于气候变化的 ABM 建

模，主要包括家庭、企业两类主题，部分也分析金融机构和政府与企业、家庭的交互行为。家庭的异质

性表现为对低碳商品的偏好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Niamir 等  [18] 分析了家庭的社会经济性质，通过心理学

建模家庭对绿色投资的选择过程，直接影响到间接效用函数。Lamperti 等  [19] 在凯恩斯—熊彼特创新模型

的基础上，分析不同公司市场竞争地位的差异，及其对绿色技术创新潜在收益的影响，刻画绿色技术转

型中的公司行为，其核心是讨论微观主体不完全信息下非理性决策和交互对低碳政策效果的影响。

Wang 等  [20] 研究了家庭对环境效益的认知差异对光伏系统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这种认知效应对推广光

伏的影响比光伏技术本身的环境效益更为重要。另一种常见的主体异质性是对公司进行建模。Kraan 等  [21]

研究了发电资产配置、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学习率等对异质性投资者回报率的影响。主体行为的建模方式

也存在很大异质性。这类异质性来源于主体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可以来自不完全信息，也可以来自决

策过程的不完全优化。对于不完全优化的决策，一般是基于非凸优化的规则，例如阈值、惯性、模仿他

人等规则  [22]。

上述拓展思路为宏观模型构建了坚实的微观基础，能够有效捕捉到宏观政策渐进传导的过程。但微

观主体行为设定高度参数化，难以验证。进一步发展方向是结合田野调查、大数据等多元化数据基础，

优化行为特征识别，并引入 ABM-CGE 耦合模型提升模拟精度。目前已开展了一些 CGE 与 ABM 链接方

法的研究，通过对异质性行为的精准刻画，实现了更好的模拟效果。 

（二）关键问题：微观特征识别与表征

大数据发展对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微观特征识别表征给予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由于大数据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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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关环境、能源、气候与个体、社会互动的特征，因而基于大数据统计特征的理论建模具备更好的

现实基础。文献研究表明，近年来能源环境领域更加关注政策实施的时空特征、个体特征和政策本身机

制的差异性。无论是自上而下（Top-Down Model）、还是自下而上（Bottom-Up Model）以及综合评估模

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IAM），这些先验模型（Ex-ante）的情景研究与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后验

性（Ex-post）理论和计量实证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亟需弥合的鸿沟。政策评估模型基于最优化理论和一般

均衡、局部均衡假设，近年来开始逐步考虑主体博弈、产业组织结构等的影响，但是尚有巨大发展空

间。基于经济理论的数理模型对于市场行为、技术细节、政策机制等大量简化，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更

多集中于对不同政策效果的比较研究，对实际政策实施过程的还原度仍然较低。大数据分析方法的优势

能够与政策仿真模型形成互补，细化模拟颗粒度、增加数据维度、提升模拟精度，进一步推动理论体系

继续深化，适应复杂政策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下的政策体系系统性模拟的需要。随着大数据的蓬勃发

展，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其应用在气候变化的研究中。大数据对传统能源环境气候政策研究的创新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拓宽数据来源，大数据由于其数据量大以及自动化采集等特点，能更准确、客观地反映真实

经济情况。尤其是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数据，为传统环境经济研究提供更多的指代变量和研究

方向。钱浩祺  [23] 将环境大数据分为宏观环境统计数据、微观环境数据、环境监测数据、卫星数据和异构

数据五类，发现新形式的环境数据相比传统数据在时间频度和数据颗粒度上得到巨大提升，但仍存在信

息种类较少、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有较大提升潜力。在不同大数据类型中，异构数据形式最多样、发

展潜力最巨大。例如位置数据、文本数据、声音数据、图像或视频数据等不同的形式，往往以非结构化

的形式存在，需要经过数据结构化处理过程才能用于研究。事实上卫星数据也属于异构数据的其中一

类。邵帅等  [24] 使用空间计量方法考察了影响雾霾污染的因素，考虑到外界对中国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真实

性的质疑，其使用卫星监测的夜间灯光数据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除了通过卫星数据识别经济发展

情况、二氧化碳排放情况等应用外，利用当前互联网积累的海量信息挖掘认知信息是重要应用方向，因

为气候转型的成功推进建立在社会共识基础上。Jang 和 Hart [25] 使用 Twitter 数据分析了英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和美国各州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两个话题的关注程度差异，由此形成对个体政策认知和情

绪的刻画。此外各大媒体平台发布的新闻标题、内容等新闻信息也可用于构造指标，例如用新闻内容衡

量政策不确定性  [26]。

第二，丰富对于微观主体特征的认识，重点在于行为主体交互机制。在个体行为层面，大数据分析

可用于挖掘、影响个体及家庭碳足迹，例如通过电子账单、消费记录、出行记录等形成碳足迹数据，例

如 Andersson [27] 创新性地采用财务交易数据计算个体碳足迹，Zhou [28] 采用有限混合模型将商业楼宇用电

分解到不同电器层面，更精确地反映空调、电梯等设备使用行为。进一步，可以对消费行为进行无监督

聚类等建模分析，结合人口统计、消费心理等外源数据对消费者进行画像  [29]，并以 APP 消息等方式对消

费者提供信息干预，引导绿色消费行为。Büchs [30] 研究指出，尽管大量研究认为信息对个人减排行为不存

在显著影响，但实证研究表明信息干预的确提高了参与者对于降低碳足迹的潜在方式的认识，基础设

施、社会和心理障碍阻碍了认知转化为积极行动，但仍然证明如果政府、企业加强行动，个人减排行为

具有较大潜力。

在社会治理层面，大数据分析有助于挖掘个体认知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形成的社群行为规律。对于公

众观点与态度认知，现有研究主要从政策态度、新技术接纳、能源选择、绿色金融市场情绪等几个视

角，衡量社会公众的意向、反应和偏好。对于社交网络中人群行为与观点的相互影响，现有研究重点分

析情绪、态度和观点沿社交网络的传播与扩散过程，偏重于对同伴效应（Peer Effect）的探讨。Loureiro
和 Alló [31] 从 Twitter 消息中挖掘英国和西班牙民众对能源气候政策的感受和情绪。Reboredo 和 Ugolini [32] 融

合了 NLP 与 VAR 模型对 Twitter 情绪和 Twitter 情绪分歧进行建模，研究其对可再生能源股票回报、波动

性和交易量的影响。在社会影响因果性层面，Wolske 等 [33] 综述了同伴效应对能源投资、消费行为的影

响，提出一个社会因素对能源决策产生影响的概念框架，用于理解分析社会因素效应何时会产生影响、

何时面临局限。该领域待拓展的问题在于，对于气候、能源与环境的特征认知大多局限于现象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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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利用大数据算法在特征提取与挖掘上进行优化改进，而缺乏对产生此类行为、现象的背后理论与机制

的讨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建立其中的因果联系，例如规范性社会影响是否可作为同伴效应背后的机

制，如何通过社交网络情感扩散进行行为干预的理论等。 

（三）关键问题：转型风险应对的政策创新与仿真

关键问题一和问题二更多关注研究方法论，关键问题三更多关注能源产业实际特征，重点在于如何

进行能源市场工具创新，以识别、降低、应对双碳转型政策落地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第一，转型存在动力不足的风险，关键在于理顺激励机制，有效体现可再生能源的清洁性稀缺机

制。代表性研究主要从固定上网电价（Feed-in-Tariff）、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可再生能源配额及交易机

制、可再生能源绿证、碳排放抵消机制等体现对可再生能源清洁特性的定价。Meckling 等 [34]总结了可再

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演进规律（Policy Sequencing），欧美经历了从（1）产业初期培育政策，（2）FIT，
（3）ETS、RP 等政策工具组合 三个阶段的演变。中国目前正从 FIT 向 ETS、RP 政策工具组合转变的过

程之中，当务之急在于尽快建立新体系，应对现有多种减排技术路径产生的不确定性。FIT 和 RPS 的直

接影响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收益预期，扩大投资规模，鼓励技术创新 [35-36]。该领域关键难点在于如何一方

面充分发挥政策的直接积极作用（可再生能源发展），另一方面减低潜在不利影响（能源安全）。

Newbery 等 [37] 总结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对电力市场存在间接影响，降低电力批发市场价格（“优序效

应”），冲击灵活性电源经营，降低火电企业技术创新和能效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伴随可再生能源

技术成本下降，应考虑补贴退坡以及之后的电价政策衔接，例如对 FIT 或 CfD 进行拍卖  [38-39] , 或者通过

RPS 绿证交易，从而发现合理补贴水平。同时针对补贴拍卖价格可能过低以及补贴退坡之后投资激励下

降的问题，英国等国家的新趋势是对无补贴海上风电设置长期购电协议（PPA），以稳定企业投资预期  [40]。

该领域突破方向在于解决中国目前从 FIT 向 RPS 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厘清清洁电力使用价值和清洁

价值的定价机制，探索电力市场、ETS 和 RPS 的交互关系，以现货电力市场对实时使用价值定价，以绿

证市场、碳抵消等对正外部性定价，同时研究长期购电协议、EU-ETS 碳市场 MSR 机制等措施对市场预

期的稳定作用。

第二，转型过程中的能源供应安全风险。重点在于两方面， 其一是如何有效体现化石能源托底保供

的稀缺价值，其二是如何实现化石能源补贴有效退坡。

关于体现化石能源保供稀缺价值，当前研究主要从“消失的钱”（Missing Money）、“消失的市场”

（Missing Market）等角度强调化石能源在新型电力系统条件下的容量价值，突出对于发电容量和系统灵

活性资源的定价与补偿。Mills 等  [41] 总结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优序效应−低边际成本会压低市场价格，

影响火电收益能力。Newbery [42] 指出，优序效应、电价上限政策乃至市场设计对调节性资源补偿不足

（即“消失的市场”问题）都会导致“消失的钱”（Missing Money）问题，导致火电企业收益降低以致破产

关停，影响供电可靠性。该领域关键难点其一在于，容量定价机制在理论上尚未完全取得共识。一些批

评认为容量定价是变相的化石能源补贴。其二，容量价值和灵活性资源价值取决于一系列市场前提条

件，包括跨区域联网情况、碳定价机制发展情况、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情况等，而且发电企业在电力价格

方面具有较高市场垄断势力，相应地让容量定价问题复杂化。设计者难以事前充分预期发电企业的市场

盈利能力和策略，导致容量价格政策面临较强的不确定性，存在对化石能源的过度补贴风险。其三，发

电企业在容量市场也存在市场垄断势力，损害容量市场发现真实容量价值的能力。下一阶段待拓展的研

究问题可以从博弈视角出发，聚焦于设计更加激励相容的容量定价机制，推进理论探索，探索容量定价

和碳定价机制、辅助服务定价机制的交互关系，通过多种政策工具解决、应对能源不可能三角问题。

关于实现化石能源补贴有效退坡，目前研究主要在化石能源补贴的规模测算、环境效应、经济效应

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展开，目前国际上对中国化石能源补贴的研究相对较少，关于电价改革是否将减少化

石能源补贴值得进一步探索。根据 IEA 2018 年的测算，全球化石能源补贴是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的两

倍。Rentschler 和  Bazilian [43] 综述了化石能源补贴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而根据 Coady
等  [44-45] 研究，在化石能源补贴造成的扭曲中，超过 75% 是国内影响，因此减少化石能源补贴对于国内有

利。该领域关键难点在于，其一，如何准确度量化石能源补贴水平并进行分类优化，类型包括直接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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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间接补贴、生产侧补贴和消费侧补贴等。在生产侧，Shapiro [46] 测算发现贸易补贴中隐含的化石能源补

贴达到 5 500~8 000 亿美元/年，甚至超过直接化石能源补贴规模 5 000 亿美元/年。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发

现中国对外贸易中没有显著地隐含化石能源补贴。在消费侧，Coady 等 [47] 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化石能源补

贴对高收入群体更有利。但由于取消化石能源补贴会普遍提高能源价格，因此采取差异化的补贴措施

（例如阶梯电价等交叉补贴政策）有助于保护低收入群体 [48-49]。第二，如何一方面取消不合理的补贴以促

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另一方面如何建立反映能源安全保供价值的市场机制，重点考虑转变化石能源的收

益模式，比如对于火电更多通过容量价格而非电量价格来实现投资成本回收。下一阶段待拓展的研究问

题可以在生产侧、消费侧两方面展开，对于生产侧补贴，重点分析其他领域补贴政策中隐含的间接补

贴，例如历史上针对特定用户的电价优惠政策；消费侧补贴方面，应考虑设计保护低收入群体的结构性

价格政策，在补贴退坡的同时兼顾民生目标。此外还应研究火电在市场化下的竞争效应和能效改进、发

电容量价格机制等问题。

第三，双碳政策工具箱中，市场型工具是重要组成部门，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电力市场和全国碳市场

建设。市场型工具有助于降低双碳转型成本，但具有更高自由度，会衍生出更加复杂的市场交互关系，

若市场机制运行不畅乃至失灵也可能造成更大成本，因此研究重点是分析多市场之间的交互关系。代表

性研究主要从电力市场对碳市场建设的重要意义、碳价向电力行业传导、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协同设计等

角度，分析电力市场与碳市场的互补互动关系。张希良等  [50] 基于中国全国碳市场设计，分析为什么电力

市场改革对碳市场建设至关重要。Ellerman 等 [51] 将碳配额价格向下游的高比例传导概括为电力部门的“意

外利润”（Windfall Profits）。Fabra 和  Reguant [52] 发现电力行业出现碳价高比例传导的根源在于电力需求

缺乏价格弹性。关键难点在于发电企业有较高碳价传导能力（Pass-Through），或损害碳定价对发电能效

进步的直接激励作用。该领域难点在于电力需求缺乏价格弹性而电力部门市场份额较为集中。对于发展

中国家而言，电价则具有一定政策敏感性，或成为碳市场约束收紧的阻力来源。Burgess 等 [53] 指出，发展

中国家将使用电力视为民众的基本权利，电价与民生问题高度相关，导致政府倾向于出台扭曲性的低电

价政策。此研究对于中国碳市场收紧约束具有启示意义，短期内收紧免费配额或引起电价上涨压力。未

来待拓展问题包括研究碳市场对发电行业的实际减排效果和影响渠道（产量降低、能效提升、燃料替代

等），探索基于绩效标准的 Rate-Based 碳市场模式与中国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结合与互动规律，以及探

索能源转型政治经济学分析，将转型目标和民生目标、官员激励纳入分析框架。

第四，长期转型要求金融部门加以配合，重点在于如何解决气候投融资的风险管理问题。传统的能

源投资和资产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忽略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是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一方面，资产

组合忽视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冲击；另一方面，投资被分配到与气候目标转型不一致的经济活动

中，因此传统模型通常低估气候变化应对的资产风险，需要发展气候变化应对的能源金融风险评估模

型。研究进展包括气候变化的物理风险冲击  [54]、气候风险的损失函数  [55-56]、能源和碳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资

产搁浅风险  [57-59]、不同资产类别的气候风险敞口指标  [60-61]、气候变化风险对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  [62]。关键

难点在于气候变化风险及其影响具有非线性、非正态分布特征，在中长期层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

可能出现尾部事件、引爆点和多米诺效应等问题。下一阶段待拓展研究问题是增强气候变化金融风险的

前向长期预测，完善复杂性建模研究，尤其是气候变化应对中的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决策问题，充分

结合微观数据和大数据方法，从关注投资需求总量到关注投资的结构和生命周期。 

三、结论

总结构建双碳转型政策的必要性和科学挑战，本文提出管理科学在政策体系设计中面临的三方面关

键问题：（1）多政策交互的效应评估与仿真，（2）微观特征识别与表征，（3）转型风险应对的政策创

新与仿真。对于多政策交互的政策效应评估和仿真，首先应完善实证评估方法，因为理论需要通过实证

加以检验，而实证评估结果也对仿真分析形成支撑。未来一方面可以对差分、合成、匹配方法在多维处

理变量层面进行拓展，另一方面应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在分析高维问题和新型数据方面的优势，对传统因

果推断方法形成补充。其次是完善事前仿真分析工具，应对 CGE 等模型方法在参数、情景路径、微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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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征方面面临的不确定性，考虑将 CGE 与基于复杂性建模思想的 ABM 等模型进行链接，将微观主体

异质性、不完全信息等因素纳入传统宏观模型。对于微观特征识别与表征，重点是借助大数据应用发

展，拓宽数据来源，其中额外重要的是非结构化的新型数据。当前能源气候领域大数据仍存在质量参差

不齐、信息类型不足等诸多问题，需要更多跨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利用数据优势，未来应丰富对微观

主体特征的认识，研究视角包括个体行为层面和人群及社会治理两个层面。转型风险应对的政策创新与

仿真，重点是解决能源产业与金融政策中面临的具体风险，其一是转型动力不足的风险，体现在可再生

能源激励机制以及补贴退坡（平价上网）后的投资激励手段；其二是转型过程中能源供应安全风险，问

题体现为有效体现化石能源托底保供稀缺价值以及实现化石能源补贴有效退坡；其三是市场型转型激励

工具的复杂交互关系，体现为电力市场与碳市场之间、碳市场与规制性工具之间的交互作用；其四是气

候投融资的风险，体现在将物理风险和转型造成资产搁浅的风险定量纳入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决策中，

构建合理测度指标辅助投资决策，提高金融体系在双碳转型中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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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Carbon Oriented Energy Industry and Financial Policy System Design
WU Libo，MA Rong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energy  sector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continue to heat up. The dual carbon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big

country,  realiz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alize  control  over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but  also  a  huge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energy system dominated by fossil  energy. The energy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aces the “Impossible Triangle” problem of multi-

objective trade-offs of greeness,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ecurity requirement for a long tim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1+N” dual

carbon policy system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a single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1+N” policy

system  needs  to  grasp  its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multi  policy  interaction,  rich  micr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complex

transformation  risks.  Grasping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is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cy  syste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key problem areas. According to the two main methodological lines of policy empiric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simul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only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ex post evaluation and ex ante simulati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the

new approaches such as big data, can we better build and improve the dual carbon “1+N” policy system, and promote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the huge changes faced by China's soci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dual carbon transformation.

Keywords：dual carbon transformation; energy policy; financial policy; policy interaction; micro behavior; transformation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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